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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西安事变 6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梁星亮　王宝成

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陕西省政协、西安事变研究会、西北大学

联合举办的纪念西安事变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于 1996 年 12 月 7 日至 10 日

在西安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纪念西安事变与弘扬爱国主义”。与会的海内外

学者 90 余人, 提交论文 60 篇, 对西安事变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

讨。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唐德刚、张梅玲指出,西安事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是中国由

内部纷争向团结抗战的转折点, 中国之所以能在 1937年奋起抗战,西安事变

实为契机。房成祥针对国内有人认为西安事变“是历史的悲剧”、“得非所值”

的论点, 指出: 西安事变的最大作用是国内和平的实现和全民族对日抗战的

发动, 这是中国一个极大的进步。蒋介石通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没有能消

灭红军, 统一中国,而西安事变期间中共向蒋介石作出必要让步,赞助他统一

中国。蒋介石答应抗日,也缓解了同各地方实力派及其他政治派别的矛盾。因

而蒋介石在事变中得到了以前想得到而始终未能得到的东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事变各方发扬爱国民族精神的胜利。丁胜利、牛

桂云、房成祥等指出,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合力

作用的结果, 体现了一种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爱国精神。翁有为指出,张、杨

的爱国思想是西安事变发动与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

关于毛泽东、张闻天、潘汉年在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叶心瑜认为, 在西安

事变中, 毛泽东是中共提出并实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最关键、最核心

的人物。郭志民认为,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体框架下, 当时在党内“负总

责”的张闻天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日、对苏、对蒋、对张四个具体方针,使总方

针条理化、科学化和可操作化。王秦认为,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潘汉年肩

负重任, 历经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使命,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促

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发展, 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42



蒋文祥认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反省, 客观上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

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事变和解后,蒋介石部分地信守了自己在西安的“诺言”,

终于停止了剿共内战, 实现了一致抗日,是值得赞许的。李秀芳认为,宋美龄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有三: (一 )消释南京方面的三次讨伐浪潮, 稳

定南京方面的政局; (二)派端纳去西安探明真相,宁陕开始对话,为解决事变

打开了通路; (三)宋到西安后,影响了蒋介石态度的变化, 并同张、杨、周恩来

等进行谈判, 达成了协议。熊宗仁、李仲明对以往史著中认为以何应钦为首的

“主战派”在西安事变中之所以力主“讨伐”, 是企图置蒋于死地并取而代之的

观点提出质疑, 认为何应钦主战的动机主要是以救蒋脱险, 惩治张、杨和反对

联共抗日为目的, 亦是“以战逼和”并乘机瓦解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策略,而非

阴谋篡权, 取蒋而代之。

梁星亮、邢建榕对冯玉祥、端纳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的努力作了论

述。对马占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 史学界过去尚无专文论述。王宝成对马

占山在西安 50 余天的言行进行了全面考察 ,认为事变初发, 他审时度势, 鼎

力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并力主和平解决事变; 事变之中, 他被委以重任, 积

极参与西安方面重大的军政部署; 事变后,为和平解决善后问题奔走斡旋, 充

分表现了这位抗日名将的爱国情怀和胆识。

关于西安事变引起的国际反应,郑德荣认为: 苏、日、英、美、法、德、意虽

均有反应, 但以日、苏为甚。关于日本, 我国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日本妄图乘

机挑起中国内战, 以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并不尽然。日本最担忧的是南京政府

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 同时,也不敢轻举妄动,怕会遭到欧美国家的谴

责, 故日本以所谓“静观”的态度对待西安事变。关于苏联,他认为,事变中苏

联既遭到日本的猜疑与非难, 又遭到南京政府的猜疑。它对此特别恼火与焦

虑。于是既斥责张、杨,又不满南京政府而提出抗议。张庆瑰论述了共产国际

和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具体处理事变的方法

曾有原则上的不同。

吴天威等学者们认为, 西安事变史的研究过去有很大进展, 但有许多研

究领域尚需开拓, 许多薄弱领域仍须加强。会上,陈铁健对杨奎松《西安事变

新探》一书作了评论,并就史学研究如何突破“禁区”的问题 ,发表了意见。与

会学者还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开放西安事变的档案资料,尽快建立一座现代型

的西安事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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